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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制度变革的重要原因,在财政压力下诞生的近代邮政具备明显的经

济特征。通过对晚清时期经济因素对邮政发展影响的研究,发现各府邮政机构数量与到最近通商口岸距离显

著负相关,表现出明显的辐射效应。同时,拥有较大通商口岸的省,各府邮政机构数量更多受到工商业发展与

贸易水平等现代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他省份各府则更多受人口、交通等传统经济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晚清

近代邮政的分布已表现出明显的经济特征,与服务于政治需要的传统驿传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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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清廷正式下谕海关创办邮政,是为我国近代邮政制度之肇

始,也是晚清一系列制度变革的一个缩影。熊彼特认为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制度与公共政策

变革的重要原因,“社会的转折点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1]。晚清近代邮政的创办印

证了这一理论。作为一项源自西方国家的新式制度,近代邮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国家统一创

办的,能够为政府提供极大财政收入的垄断性机构,具有明显的经济特征,西欧近代民族国家自18
世纪起便开始利用这一制度充实国家财力[2]。相比之下,至道光年间清代的社会通信体制一直表

现为“官民分立”的二元结构:由驿站与递铺构成的官方驿传体系负责传递政治信息,如文报往来、

官员接待、官方物资运输等[3],商业流通与民众通信等经济社会信息的传递则由民间的通信体系,
即民信局来完成,两者从未被纳入统一的制度体系中,也未在国家财政中承担类似职能[4],与之对

应的是历年相对平稳的财政收支和“不与民争利”的传统思想[5]。但自1840年起,受鸦片战争、太
平天国运动等历史事件的影响,清廷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特别是甲午战败后,清廷急需进一步开

辟新的财源以应付新的赔款。当时驿传体系每年支出已达三百万两,成为一项巨大的财政负担,经
过自1878年起近二十年的试办后,清廷也逐渐意识到新式邮政“裕国便民”的功效。近代邮政正是

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清廷财政转型的标志之一应运而生[6]。
近代邮政的经济特征已成为部分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如施坚雅将邮政体系作为建构中心地与

确定市场层级的主要指标[7]。但现有邮政史研究多从制度史角度切入,从邮驿、民信局向近代邮政

制度的转型,邮政机构业务的发展等方面讨论其经济特征[8-9],仅有曾潍嘉[10]、徐建国[11]从邮政机

构的空间分布进行讨论,但也局限于地区邮政发展与个案分析,尚缺乏系统的量化证据。根据邮政

通信地理的理论,邮政机构的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交通、城市化水平等经济地理因素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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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联系[12]。近代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宏观上受通商口岸的强烈影响:根据“港口-腹地”的理论模

式,沿江沿海的口岸城市通过较高的工商业、交通、城市化水平对其他地区产生经济上的辐射效应,
后者与口岸城市间的空间距离与交通条件决定其受影响程度的强弱[13]。同时,口岸城市与腹地农

村间的贸易往来也需通过以集镇为中心的多层贸易网络。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邮政

的空间分布,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的定量研究。当然,由于近代邮政逐渐取代了驿传体系的作

用,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本文是第一篇系统定量化研究经济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近代邮政分布的论文。为此,本文利用

光绪三十一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5-1906)、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1911)15个省中202个

府的年度数据考察了晚清邮政机构的宏观分布,发现各府邮政机构数量:(1)在控制自身经济条件

后仍与至最近通商口岸的距离负相关,呈现出“港口-腹地”模式,但这一差距随时间推移逐渐弱

化,传统交通的便利程度也有助于减轻这一差异;(2)与各府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交通、城市化水平

均正相关,传统与现代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3)政治因素未产生显著影响。
将样本分为“口岸省”与“内地省”作为稳健性检验,以及用距各省省治距离衡量政治因素影响的安

慰剂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二、从试办到正式创办:财政压力下诞生的晚清邮政及其经济特征

晚清近代邮政的创办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试办过程。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

约》,清政府允许各国领事馆开设邮务办事处,在中国沿海递送文书,即“客邮”。咸丰十一年(1861)
《北京条约》规定各国使馆的文报由总理衙门收转代寄,但由于驿传体系无法有效承担这一任务,总
理衙门遂委托海关总税务司代为管理。由此,海关从弥补驿传体系的缺陷入手,开始介入邮政事

务。光绪四年,在李鸿章的积极推动下,海关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现辽宁营

口)、上海五处海关试办邮政,并在经过一年半的试运营后逐渐向其他口岸推广。至光绪二十二年

正式创办之时,共有二十余处通商口岸设立了海关邮局[14]149-150,154。试办时期的邮路仅限于连接各

口岸。以直隶南部为例,共开辟三条邮路:以天津为中心,向西经杨村、河西务、张家湾以达北京,向
南经静海县、沧州以达山东及南方各埠,向东出山海关以达牛庄海关。其中,天津与北京间的邮路

全年运行,后两条邮路却仅在冬季港口封冻时才组织运营,其余时间则由轮船沟通天津与南北各

埠,邮路中的节点也仅供中转之用,并未辐射沿途之区域[15]73。
可以看出,试办时期的邮政是为弥补驿传体系的不足而设,主要负责运送各口岸海关与使馆的

邮件,是清廷为履行条约规定而被迫承担的责任,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尽管自同治年间起朝

野上下兴办近代邮政的呼声越来越高,清廷却始终未给予积极的回应[4],因此试办时期邮政的网点

分布与邮路建设均未形成规模,原因则在于此时的清廷缺乏从邮政中获取财政收入的动机。受鸦

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清廷在咸同年间经历了空前的财政危机,咸丰八年时户部银库结存

实银数仅余5万两左右,同治十一年七月也仅恢复到101万两,与鸦片战争前夕每年一千万两左右

的财政盈余已无法相比。在这种情况下,创立由国家统一运营的近代邮政被首次提上议程。光绪

二年清廷在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时,总理衙门曾授权赫德向英国公使威妥玛提出为解决云南事

件,可以同意设立国家邮政局,在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李鸿章又于光绪四年向海关提议试办邮

政,并答应在试验成功时出面建议改为国家邮政局[15]45。但光绪年间随着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以及

一系列财政改革政策的推行,清廷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光绪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累计结余银达

5896万两[5]237-238。在这种情况下,“不与民争利”的观点再次占据上风,创办近代邮政的计划被一

再搁置。海关虽多次提议,但总理衙门的热情始终不高。直到甲午战败,面对巨额的战争赔款,清
廷才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下谕正式创办邮政。如赫德所言:“只有仿照西法开办邮政,才能使国家

得到重要的收入来源。”[15]79



因此,在财政压力下诞生近代邮政从一开始便具备明显的经济特征,并表现在其经营策略与网

点分布中。晚清的邮政机构大致分为三等,第一等为邮政分局,由邮政司选派人员管理,“该处派令

邮政人员居住邮政公所”,直属于邮政司,除开展日常业务外,还负责管辖附近的邮政代办与邮政信

箱;第二等为邮政代办铺商,由当地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商业机构代理开设,由邮政司发给执照,
“该处领照代办之人,均系本地有保之妥实铺商。承办邮政事务,封装应行投递之邮件”。第三等为

邮政信箱,“系于寻常铺户内,由大清邮政特置信箱,每日按时起信”,是更低一级的代办,其功能也

相对有限,虽“所有平常邮务以及挂号信件,均可在铺内办理”,然“惟不承任寄投”,并无专人负责投

递邮件[16]514。可以看出,此三等机构以邮政分局地位最高,是所辖范围内邮政业务之核心,其负责

人也须具备一定的商业素质与管理能力,并时刻关注所辖机构之盈亏:“管局供事之第一欲望,务使

所管之局及所属代办之入款足抵所出之数。……邮政局犹如商号,管局供事即为商号之经理人。
如该商号之经理人无竞争之能力,无干济之猷为,或使该商号连年亏空者,断不能长此留用,则必另

换处事果毅,谙于经济之人接充其任。”[16]373

关于邮政网点的分布,分局一般设于铁路沿线或商业繁盛的城镇,其余县城或村镇则多为代办

铺商,甚至仅有邮政信箱。但其等级并非一成不变,低等级机构若业务繁盛,便可升为高等级机构,
反之亦然。此外,根据邮政章程规定,邮政司计划于某地初设或拓展业务之时,需对当地的商业与

交通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包括“民数及铺商数、要紧商业、学堂、银号、通行时价、测绘本处草图、指明

通冲路线及邮局地址”等,且“尤须与银号、东家、商贾铺主及众人联络”,以便周知[16]372,433。可见在

向内地区域扩展的过程中,面对各地复杂多变的情形,邮政司能够在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

的特点设置相应的机构并随时调整,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发展策略,其设置与运营也均以经济收

益为首要原则,已表现出明显的经济特征。但这种制度体系并非自创办之日就已形成,而是在推广

过程中不断改进并日臻完善,从天津邮界的发展过程可一窥其细节。
天津邮界大致包括直隶的永平府、遵化州、天津府各县,河间府的东光、宁津、吴桥三县,交河县

与景州东部,以及山东的德州与乐陵县[16]54,试办时期的两条冬季陆路邮路均位于该邮界内,向内

地的发展即以此为依托。推广初期,天津邮界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依靠邮政分局进行扩

张,二是偏重南部的内地区域。在光绪二十五年陆续开设的山海关、东光、静海、沧州、德州五处邮

局中,仅有山海关一处位于北部的京奉铁路沿线,其余四处均为南向邮路上的内地分局,且均设于

县城之中[16]111。初看之下,似乎是由于南向邮路连通南方各埠,经济地位更为重要,从而得到了优

先发展的机会,但事实却未必如此。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首先,铁路分局对内地分局具备收益与

成本的双重优势,从经济角度考虑,应当优先在北部铁路沿线设局;其次,县城虽是一地之政治中

心,却并非是商业最为繁盛之处,如东光、静海两县,在此设局也未必是出于经济目的。
仔细考察之后,笔者认为海关此时的真实用意在于尽快以新式邮政取代驿传体系。由于驿传

体系已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且积弊甚多,自正式推广邮政时起,清廷便已有撤驿归邮之意:“至通省

府州县若能一律举办,投递文报无稽迟时日之弊,其向设驿站之处自可酌量裁撤。”[15]91邮政分局是

海关的直属机构,更适合承担官方文报的投递工作,需要优先发展并设于县城之中以便官方利用,
商民的需求则相对次要,代办机构便可满足,无需分局之设。反映在初期的邮政网络中,便是受政

治因素影响的规划:“凡紧要之区,即如各直省会并各府、州、县俱设邮局,……其余即在贸易繁盛之

村镇,拣择殷实铺户代售邮票,并代邮局收送信件,以便商民,总期四通八达而后已。”[16]15同时,邮
件的递送效率是能否取代驿站的关键,赫德在对清廷的答复中也认为应先行试运一年,“俟一年后,
若见邮局之法既妥且速,彼时再定裁留驿站之法,亦不为迟”[15]95。当时京奉铁路已连通北京与山

海关,东三省往来文报已无稽迟之忧,而南部陆路邮路则需提高效率方能满足要求,因此邮政司规

定“各分局都必须安排只在本站和下一站间跑班的邮差”[16]19,当是以上述分局作为中转之处,以便

加快该邮路的邮件递送速度。



然而,这种发展方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费不足。试办时期的邮政规模较小,尚可由海关盈余

弥补其亏损。但正式创办后,邮政所需经费大幅增加,据海关统计,创办次年(光绪二十三年)不敷

之数便已达六万余两[15]96。清廷当时并未划拨专款办理邮政,而海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可能随

时停止拨付该项经费。应当说海关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其最初计划是待邮政取代驿站之后,
便可将以往“每岁三百万两”的驿站经费转作邮政之用,到时便无经费不敷之虑,但驿站经费关乎各

方利益,清廷迟迟未能裁撤[15]102,122,因此旧的发展计划很快便难以为继。随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及

联军入侵,天津邮界的邮局均受影响停业,局势稳定之后,海关开始着手恢复业务,并在第一时间调

整了发展计划。
首先,海关开始以收支平衡为原则设置邮局。对于南部因乱停闭的静海、沧州、东光三局,时任

天津副邮政司的申玛思向邮政总办建议仅恢复沧州局,以重新连通天津至德州这一主干邮路,并
“强烈要求不要再在静海和东光设局”,原因则是这两局无法做到收支平衡。不仅如此,实际上他完

全否决了在南部继续设局的计划,“我邮界南部是一很贫穷的区域,在那个地区我们是不会有太大

发展的”,并建议转沿铁路设局[16]46。相比内地分局,铁路分局的业务更为繁盛,且可借助铁路运送

邮件,所需邮差较少,成本较低,因此海关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后铁路沿线的唐山与山海关邮局便

得以恢复。同时,在光绪二十七年底至光绪二十八年接连开设的秦皇岛、昌黎、滦州、开平、遵化、丰
润、杨柳青、乐亭八处邮局中,前四处均为铁路分局,且始终保持着邮局的地位,而丰润与杨柳青两

处内地分局随后却因入不敷出而降为代办铺商[16]53,55。
其次,经费不足迫使海关放弃了以邮局为主的发展方式,转而推行更为经济的代办铺商制度。

光绪二十八年,申玛思向邮政总办建议在“虽有一定的业务量,但又不具备设立正式邮局的条件”的
地方设立代办铺商,开始正式推行这一制度,这份文件还讨论了代办铺商的酬金问题,也可看出该

制度此前并未得到海关的重视[16]115。相比于邮局,代办铺商的成本非常低廉,但足可应付日常业务

的办理,因而成为向内地扩展的首选方式,此后的邮局也均由代办铺商升级而来。光绪二十九年,
海关在天津至德州邮路上的静海县、唐官屯、兴济镇、泊头镇、连窝镇与桑园镇设立了六处代办铺

商,又于同年在沧州至山东武定府邮路上的盐山县与庆云县设立了代办铺商,其中,泊头镇与桑园

镇于光绪三十二年,盐山县于光绪三十四年升为邮局。根据海关对人口、店铺的调查,这些地区都是

商业更为繁盛、人口更多之处,而商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东光、静海两县县城则仅设代办铺商[16]52。
经过上述调整,邮政机构的设置与调整已经以经济收益为首要原则,开始表现出明显的经济特

征。随着邮政网络的不断发展,驿传体系的功能也逐渐被取代,“凡有局省份,久经带递文报,未闻

稽迟,而驿站几成冷署”[15]124。清廷也逐渐意识到近代邮政“收效匪浅”,并于光绪三十年令天津、镇
江、汉口、福州、潮州、广州六处海关每月各拨款关平银一万两协济,邮政发展自此步入正轨,机构数

量与业务规模迅速增加,并于光绪三十二年成立邮传部逐渐接管海关邮政。至宣统三年,大清邮政

网络已遍及全国所有省份,共设总局、分局与代办支局6201处,开展业务包括挂号信、汇兑、保险包

裹、快递等,当年邮件数量达4.21亿件,步差、铁路、轮船邮路里程共计三十八万一千里[16]518、728、742。
下文将结合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晚清时期近代邮政的经济特征进行更加

具体的讨论。

三、晚清时期邮政的宏观分布

(一)样本、变量与数据来源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晚清各府各年邮政支局与代办支局的总数。自光绪三十年起,海关开始按

年统计各府邮政机构数量,现存较为系统的记载来自光绪三十一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邮政事务

通报》的附录与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的《通邮局所汇编》[17]。本文选取直隶、山东、浙江、江苏、福
建、广东、广西、安徽、湖北、湖南、山西、河南、陕西、江西、四川15省共202个府作为样本。这些省



府的邮政发展较为充分,覆盖面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经济地理数据的可得性与质量也都

较高。

本文的解释变量如下。经济发展水平:(1)各府府治距最近的通商口岸所在府府治的直线距

离,衡量口岸的“辐射效应”。本文根据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HistoricalGISv6.0)获得各

府府治经纬度,并利用球面半正矢公式(Haversineformula)计算距离[18]。使用直线距离一方面是

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另一方面府间的直线距离是外生的,而其他距离(如交通距离或时间)是内生

的[19]。考虑到晚清通商口岸较多,全部纳入考虑会使区域划分过于细碎,“口岸-腹地”模式也认

为沿江沿海口岸辐射效应更为明显,因此本文根据选取1893-1910年间贸易量最大的14个口岸:

厦门、广州、烟台、镇江、福州、汉口,宜昌、青岛、九江、宁波、上海、汕头、天津、芜湖,计算到这些口岸

的最近距离[20]。(2)各府1820年人均田赋,来自梁方仲的统计[21]。根据王业健的研究,清代的田

赋制度是以土地面积为标准,根据肥沃程度采用级差税率体系[22],因此本文认为人均田赋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衡量各府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

交通水平:(1)该府是否有铁路经过,来自张雨才的统计[23];(2)是否有主要河流经过(长江、黄
河、珠江等);(3)该府是否为“冲”,数据来自《清史稿·地理志》[24]。口岸的辐射效应依赖于铁路、

轮船等现代交通网络,现代交通也能降低邮政运输的成本,特别是铁路的作用,“邮政之基,与铁路

最有关涉。凡铁路开行之处,其邮递必将盛兴,是铁路无异邮政之辅”[16]329。其次,“冲”意味着该府

驿路较长,为传统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便于邮差往来[16]515。施坚雅还认为“冲”的指标能够反映治

所的商业重要性[25]。
人口与城市化水平:本文使用与研究时间段最接近的宣统二年分府人口,数据来自曹树基[26]。

关于城市化水平,本文借鉴白营与贾瑞雪的方法,利用饶济凡的研究将各府城市化水平按城市规模

分为三等:是否有大型城市(30万以上)、中等城市(7万至30万)或小型城市(3万至7万)[27]。

其他特征:(1)各府面积,利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HistoricalGISv6.0)计算得出;
(2)是否沿海(是=1);(3)各府驿站与驿马数量,数据来自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衡量驿传体系

的影响[28];(4)时间与省份的虚拟变量。

以上变量中,1820年人均田赋、是否有主要河流经过、是否沿海与城市化水平来自白营与贾瑞

雪[29]。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晚清邮政分布各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支局与代办局数量 1010 15.74 24.01 0 340
至最近的通商口岸距离(ln) 1010 5.178 1.554 0 7.029
1820年人均田赋 1010 0.0914 0.0766 0.00115 0.672
是否有铁路(是=1) 1010 0.169 0.375 0 1
是否为“冲”(是=1) 1010 0.673 0.469 0 1
是否有主要河流(是=1) 1010 0.619 0.486 0 1
是否沿海(是=1) 1010 0.173 0.379 0 1
是否有小型城市(是=1) 1010 0.223 0.416 0 1
是否有中型城市(是=1) 1010 0.144 0.351 0 1
是否有大型城市(是=1) 1010 0.0495 0.217 0 1
1910年人口(ln) 1010 14.04 0.961 10.40 15.84
面积(ln) 1010 9.267 0.684 6.822 11.24
驿马数量 1010 154.2 225.8 0 1829
驿站数量 1010 5.88 5.62 0 36

  (二)基准回归

考虑到邮政机构数量为离散变量且方差较大,同时解释变量除铁路外均跨时不变,因此本文用

随机效应的面板泊松模型进行估计,设定如下模型:



postnumi,j=α+β1ecoi,j+β2transi,j+β3urbani,j+β4popui,j+δXi,j+provi+Tj+εi,j (1)
其中,postnumij代表第i个府第j年的邮政机构数量,ecoij代表经济发展水平,transij代表交通

条件,urbanij代表城市化水平,popuij代表人口数量,X 代表其他特征,provi 与Tj 为省份与时间

固定效应。α,β为待估计系数,ε为误差项。

表2给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首先,至通商口岸距离的影响始终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现

出明显的辐射效应。人均田赋系数均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体现出传统农业经济的影响。面积

的系数也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邮政网络注重面的覆盖。交通方式中,仅有是否有主要河流

始终不显著(第7行),反映出晚清邮政发展较少依赖轮船运输,而铁路与传统交通的发达均有利于

邮政发展。第8-11行表明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人口规模

后,是否为“冲”、沿海、小型与中型城市均不再于5%水平上显著(第5列5-6、8-9行),说明它们

是通过较大的人口规模影响邮政机构数量,距最近通商口岸距离与大城市(第10行)的系数虽有下

降,但显著性未受影响,说明这些变量除通过人口规模外,也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邮政发展,如较

高的商业水平与人均收入。
表2 晚清邮政分布基准回归结果

邮政机构数量

(1) (2) (3) (4) (5)
1 距最近通商口岸距离(ln) -0.192*** -0.202*** -0.158*** -0.114*** -0.0945***

(0.0382) (0.0311) (0.0306) (0.0296) (0.0233)
2 1820年人均田赋 2.640** 2.703** 2.568** 2.216***

(1.191) (1.124) (1.065) (0.489)
3 面积(ln) 0.694*** 0.617*** 0.543*** 0.151**

(0.0955) (0.0910) (0.0927) (0.0741)
4 是否有铁路(是=1) 0.148** 0.136* 0.138**

(0.0747) (0.0742) (0.0684)
5 是否为“冲”(是=1) 0.282*** 0.224** 0.0462

(0.0937) (0.0945) (0.0729)
6 是否沿海(是=1) 0.465*** 0.445*** 0.165*

(0.130) (0.122) (0.0985)
7 是否有主要河流(是=1) 0.107 0.00274 0.0898

(0.0835) (0.0886) (0.0711)
8 是否有小型城市(是=1) 0.241** 0.0468

(0.108) (0.0774)
9 是否有中型城市(是=1) 0.298*** 0.0560

(0.114) (0.0803)
10 是否有大型城市(是=1) 0.812*** 0.370***

(0.173) (0.117)
11 1910年人口数量(ln) 0.605***

(0.0652)
12 常数项 2.160*** -4.291*** -3.978*** -3.473*** -8.505***

(0.272) (0.902) (0.854) (0.849) (0.680)
年份与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 1010 1010 1010 1010 1010

  注:括号中是以府为单位聚类的异方差稳健标准差,***p<0.01,**p<0.05,*p<0.1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各项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差异,现将样本按省内是否有沿江沿海的通

商口岸分为口岸省与内地省,口岸仍为上文中的14个,结果见表3第(1)(2)列。首先,第1行显示

距通商口岸距离对内地省各府的影响更大,可能是因为口岸省各府受到的辐射效应更为平均,而内

地省只有靠近上述通商口岸的府受到一定影响,如河南省南部靠近汉口的南阳府、汝宁府与广西东

部的梧州府等,更远的地区则未被纳入其“腹地”之中。铁路、主要河流仅显著影响内地省(第4、7



行),可能是因为内地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更依赖现代交通方式降低邮政运输成本。
城市化水平在口岸省与内地省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根据白营与贾瑞雪的研究[30],中国传统城市的

政治等级决定了其在传统交通网络(如驿传体系与运河网)中的地位,便利的交通条件通过促进人

口与物资的流动带来经济发展,但在经济条件优越的地区,政治等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会弱化。晚

清时期,通商口岸地区的城市更多依赖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是现代经济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因此在

控制人口与交通等因素后,口岸省的大城市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邮政机构数量,内地省则多

为传统城市,因此在控制政治等级带来的影响后,其系数均未在5%水平上显著。第1列与第2列

的对比体现出口岸与内地的经济结构差异。
另一个考虑在于基准回归中将支局与代办支局统一进行回归,但相比于代办支局,能够开展银

钱汇兑等金融业务的支局具备更明显的经济特征,两者的分布是否存在差异? 为此,本文将本解释

变量分为支局与代办支局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第(3)(4)列。首先,距通商口岸距离的影响系

数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但对支局的影响更大,反映出支局向经济发达的通商口岸地区集中的

趋势更为明显,代办支局的分布则相对平均;其次,面积仅显著影响代办支局数量,是否有铁路则只

显著影响支局数量,这是因为支局是一定范围内邮件的集散地,设于铁路沿线可节约雇佣步班邮差

的成本,向周边地区的扩展则由成本较低的代办支局完成。可见邮政能够根据各地经济、交通等条

件的差异设置不同类型的机构以最大化经济收益。
表3 稳健性检验

邮政机构数量

(1) (2) (3) (4)
口岸省 内地省 支局数量 代办支局数量

1 距最近通商口岸距离(ln) -0.0990*** -0.288*** -0.114*** -0.0861***
(0.0232) (0.0886) (0.0349) (0.0256)

2 1820年人均田赋 2.323** 2.130*** 2.536*** 2.158***
(1.091) (0.509) (0.842) (0.535)

3 面积(ln) 0.234* 0.0789 0.197* 0.163**
(0.126) (0.0743) (0.111) (0.0795)

4 是否有铁路(是=1) 0.0861 0.256*** 0.482*** 0.114
(0.0673) (0.0909) (0.0981) (0.0789)

5 是否为“冲”(是=1) 0.0377 0.107 0.164 0.0263
(0.109) (0.0894) (0.131) (0.0739)

6 是否沿海(是=1) 0.198 0.0182 0.326* 0.156
(0.126) (0.203) (0.182) (0.102)

7 是否有主要河流(是=1) 0.0357 0.200** 0.0847 0.0820
(0.101) (0.0886) (0.139) (0.0728)

8 是否有小型城市(是=1) 0.0864 -0.0784 0.0374 0.0498
(0.111) (0.0941) (0.131) (0.0806)

9 是否有中型城市(是=1) 0.0335 0.0667 0.304** 0.0257
(0.110) (0.0984) (0.145) (0.0867)

10 是否有大型城市(是=1) 0.455*** 0.215 0.557*** 0.362***

0.0864 -0.0784 (0.193) (0.121)
11 1910人口数量(ln) 0.543*** 0.627*** 0.598*** 0.606***

(0.119) (0.0735) (0.113) (0.0647)
年份与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 570 440 1010 1010

  注:括号中是以府为单位聚类的异方差稳健标准差,***p<0.01,**p<0.05,*p<0.1

(四)政治因素的影响:安慰剂检验

晚清时期的部分口岸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中心,如天津为晚清时的军政中心,或口岸与省治

同在一府重合或接近,如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四省,在这种情况下,距口岸的距离可能反映了政治

中心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黄张凯等人的方法,用各府距各省省治(政治中心)的距离作为安慰剂



进行检验。表4的结果显示,距各省省治距离的系数远小于通商口岸距离的系数,且不显著,说明

通商口岸并非通过政治因素影响各府邮政机构数量。

另一个考虑在于,由于上述通商口岸均设有邮务总局,而邮务总局可能会出于行政管理成本的

考虑,优先考虑发展距总局较近的地区。这样,距通商口岸距离可能反映出行政成本影响。为此,

本文在除江西外的上述14个省中各选一处总局,这些总局或设于省治如河南开封府、山西太原府,

或设于省内贸易规模较小的通商口岸如福建福宁府、广西梧州府、广东琼州府,考察这些总局的距

离是否对邮政机构数量有显著影响。表5与表4的结果类似,说明通商口岸对各府邮政分布的辐

射效应并非由行政成本因素导致,也反映出贸易规模较小的通商口岸不存在明显的辐射效应。

最后,由于近代邮政逐渐取代了驿传体系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各府驿站与驿马数量对邮政机构

数量进行回归以考察驿传体系的影响,结果见表6。第1列中,各府驿站与驿马数量的系数均不显

著,说明驿传体系未对邮政分布产生明显影响。从第2-5列可看出,各府驿站与驿马的分布以所

属省治为中心,与邮政体系恰好相反。总体来看,政治因素并未显著影响邮政分布。
表4 安慰剂检验:距政治中心距离

邮政机构数量

(1) (2) (3)
全部省 口岸省 内地省

距各省省治距离(ln) -0.0136 0.00712 -0.00841
(0.0286) (0.0278) (0.0200)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时间与省份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观察值 1010 570 440

  注:括号中是以府为单位聚类的异方差稳健标准差,***p<0.01,**p<0.05,*p<0.1

表5 安慰剂检验:距其他总局所在府府治距离

邮政机构数量

(1) (2) (3)
全部省 口岸省 内地省

距其他总局所在府府治距离(ln) 0.0180 -0.0132 0.00212
(0.0471) (0.0276) (0.0305)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时间与省份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观察值 1010 570 440

  注:括号中是以府为单位聚类的异方差稳健标准差,***p<0.01,**p<0.05,*p<0.1

表6 驿传体系的影响

邮政机构数量 驿站数量 驿马数量 驿站数量 驿马数量

(1) (2) (3) (4) (5)
距最近通商口岸距离(ln) -0.0982*** -0.0328 0.0405

(0.0217) (0.0329) (0.0673)
距各省省治距离(ln) -0.0571** -0.155***

(0.0272) (0.0337)
驿马数量 0.000257

(0.000178)
驿站数量 -0.00184

(0.00776)
常数项 -7.611*** -4.247*** -3.467*** -3.754*** -1.492

(0.741) (0.854) (1.193) (0.868) (1.101)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与省份虚拟变量 有 无 无 无 无
观察值 1010 202 202 202 202

  注:括号中第1列是以府为单位,第2-5列是以省为单位聚类的异方差稳健标准差,***p<0.01,**p<0.05,*p<0.1。第

2-5列为截面数据,未包含“是否有铁路经过”变量。由于其他变量的系数未发生明显改变,为节省篇幅不列出



(五)通商口岸的辐射效应:进一步考察

通商口岸的辐射效应可能会随时间与交通方式而变化。为此,本文引入分期变量post,1905、

1906年作为第1期(post=0),1909-1911年作为第2期(post=1),并在模型1中分别加入post、
是否有铁路、是否为冲、是否有主要河流与距通商口岸距离的交互项。结果见表7。从第(1)(2)列
可看出,距离对各府邮政机构数量的影响表现出随时间弱化的趋势,可能是由于1904年清廷拨款

协济邮政后,邮政系统有充足的资本向内地扩张,但交互项系数仅为距离系数的1/3左右,说明口

岸与内地的差异在第2期依然显著。同时,第(2)(3)显示铁路与传统驿路都能加强各府与通商口

岸的联系,从而弱化了距离的影响。主要河流与距离的交互项仍不显著,反映出轮船在邮政运输中

的作用确实较为次要。
表7 进一步讨论通商口岸距离的影响

邮政机构数量

(1) (2) (3) (4)
距通商口岸距离×post 0.0471***

(0.0149)
距通商口岸距离×冲 0.100***

(0.0354)
距通商口岸距离×铁路 0.0503**

(0.0211)
是否有主要河流×冲 0.0445

(0.0388)
距通商口岸距离 -0.133*** -0.163*** -0.116*** -0.124***

(0.0245) (0.0331) (0.0242) (0.0367)
是否有铁路(是=1) 0.120** 0.142** 0.294**

(0.0602) (0.0619) (0.124)
是否为冲(是=1) 0.0385 -0.475** 0.0335

(0.0715) (0.200) (0.0719)
是否有主要河流(是=1) 0.0970 0.118* 0.0992 -0.133

(0.0709) (0.0696) (0.0715) (0.214)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时间与省份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8.502*** -8.374*** -8.724*** -8.473***

(0.697) (0.720) (0.703) (0.715)
观察值 1010 1010 1010 1010

   注:括号中是以府为单位聚类的异方差稳健标准差,***p<0.01,**p<0.05,*p<0.1

四、结 语

利用晚清时期的邮政机构数据,本文研究了传统与现代经济因素对近代邮政发展的影响。本

文的研究发现,各府邮政机构数量与到最近通商口岸距离显著负相关,表现出明显的辐射效应。同

时,口岸省各府邮政机构数量更多受到工商业发展与贸易水平等现代经济因素的影响,内地省则更

多受人口、交通等传统经济因素的影响。总体看来,晚清近代邮政的分布符合邮政通信地理的理

论,与服务于政治需要的传统驿传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为近代邮政的经济特征提供了系统

证据,也为利用了近代邮政经济特征的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通过不断改良与创新,近代邮政在与驿传体系、民信局与客邮三类机构的竞争中最终胜出,成

为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到光绪三十四年,大清邮政每年收入为一百三四十万两,支出为一百

六七十万两,国家每年仅需补贴三四十万两白银,与用三百万两支撑驿传体系相比,负担已大大减

轻[3]。同时,在清末邮传部的一份《分年筹办邮政单》中,详细记载了自宣统二年至“宣统八年”的发

展计划,包括“派学生赴澳学习邮政”“筹划邮政经常及推广所需经费”“派员赴万国邮政公会并考察

各国邮政”以及设立乡镇邮局、推广汇兑等一系列措施,也足见清廷对发展邮政的长远规划[31]。即

使进入民国时期,近代邮政依然有条不紊地推进裁驿置邮、一统体制的工作[4],并进一步深入基层



村镇,成为国家财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对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一研究是结合历史数据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地理因素影响近代邮政发展的首次尝

试。然而这一研究也存在显著的局限性:首先,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各因素的衡量指标可能存在

一定的测量误差低,如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均为虚拟变量,无法更为精确地考察其影响。其次,现有

数据也不足以支持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所有地区邮政发展的影响因素,如缺乏府一级关税与厘金的

系统数据导致无法以此更精确地考察贸易水平的影响等。最后,在研究方法上,还可利用空间计量

经济学模型进一步探讨。此外,在确定了近代邮政的经济特征后,如何利用这一特征开展更多的研

究,也是下一步需要涉及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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